
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间题

— 再与韩明漠教授商榷

陈 树 德

本文针对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社会学史论
,

认为在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中
,

应注意学科化的社会学与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的区分
。

前者发展迟缓
,

却在中国社

会学中占主导地位 ; 后者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
,

其典型是乡村建设 运 动
,

而 马 克

思主义社会学基本上不是作为一 门独立的学科出现的
。

社会研究的领域十分宽泛
,

其历史应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
。

中国社会学史的上 限应以 18 9 8年为宜
,

下限暂定在
1 9 7 8年

。

其间
, 1 9 1 1

、
1 9 1 9

、
1 9 2 8

、
1 9 4 9

,

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转折年代
,

但不宜

作为划分中国社会学阶段的夭然界标
。

30 年代
“
中国化

” 口号的提出
,

不是以有否
“ 奴化的感觉

”
为转移

,

而是以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为前提
。

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
,

实际上就是社会学的应用过程
。

这个过程远未完结
。

作者
:

陈树德
, 1 9 3 8年出生

,

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研究室副教授
。

韩明漠教授在 《北京大学学报》 ( 1 9 86年第 3 期 ) 上发表的大作 《中国社会学应用的历

史传统》 (简称 《传统》 )
,

所论及的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时限
、

分期及应用传统诸问题
,

与笔者观点大相径庭
,

拙作 《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反思》 (简称 《反思》 ,

载 《社会学研究》

1 9 8 9年第 4 期 ) 曾简要提出商榷意见
,

由此而引来明漠教授详尽的回应
,

即刊登在 《社会学

研究 )) 1 9 9 1年第 1 期上的 《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时限
、

分期及传统问题 》
,

并指名道姓要与

我商榷 (故简称 《商榷》 )
。

我细读一遍
,

觉得作者除复述自己原有的论点以外
,

无甚新观

点和新资料
,

只是屡屡提醒读者
,

要参阅他那本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 19 8 7年出版的大著 《中

国社会学史》 (以下简称 《韩本》 )
。

遵嘱重读 《韩本》 ,

却不料顿悟到我们之间观点的分

歧
,

其因盖出于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解上的不同
,

以及历史观点的迥异
。

明漠教授是中国社会

学界的前辈
,

对于他的学问和人品
,

作为后学的我素怀敬仰之情
,

但对于他的中国社会学史

论
,

委实不敢苟同
。

基于学术面前 人人平等的原则
,

我决定从 《韩本 》 着手
,

结合 《传统》

和 《商榷》 两文中的若干观点
,

再次缕述商榷意见
,

也借此求正于方家
。

一
、

中国社会学的特质

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社会学起源与发展的历史
。

它既是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

也是历史科学中一门年轻的史学分支
。

它虽然不同于哲学史
、

思想史及其他学科的学说史
,

但同样是一种以学科发展为对象的学说史
。

它是社会学学科自我认识的主要环节
。

因此
, “
研

究社会学史
,

自应与哲学史
、

思想史及其他学科的学说史协作
,

但也要有所区别
” 。

①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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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会学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社会学 ;我们若要为中国社会学修史
,

就必然要对中国社会学发

展过程有一个通观全局的认识
,

首先从本质上 (而非现象上 ) 阐明什么是中国社会学
。

正确

把握中国社会学的特质
,

是确定其时限
、

分期
、

范围和传统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
。

正是在这个重要前提上
,

我和明漠教授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
。

他认为
,

中国社会学
“ 是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这一复杂的历史演变现象的具体反映

。

这本

身就包含着最好的社会学
。 ”

( 《韩本
·

前言》 ,

以下凡未注出处者均引自 《韩本》 ) 进而

指出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范围是
: “

( 1 )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历史
。

( 2 )

高等院校与科研系统社会学研究与教育活动的历史
。

( 3 ) 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
。 ”

作者的前半段话
,

语意十分含混
, “

具体反映
” 是指什么 ? “

最好的社会学
” 又是指什

么 ? 均不甚了了
。

后半段话
,

语意虽然清楚
,

但简单拼凑起来的范围缺乏内在联系
。

根据这

个范围编撰的中国社会学史
,

根本不能体现中国社会学的特质
。

首先
,

社会学 (包括唯物史观社会学 ) 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社会背景
、

时代特征与社会

学本身的发展既有联系又有区分
,

而重点在区分
。

因为中国近代社会一系列的变革是中国社

会学发生发展的外部社会条件
,

但由于其学术渊源和固有特点与哲学
、

经济学
、

政治学
,

以

及文学
、

艺术等必然有所差异
,

而在同一社会同样背景之下的各自的发展会有所不同
。

这种

不同具体表现为各类学科之间的界域
,

于是便有社会学史
、

哲学史
、

经济学史
、

政治学史
,

以及文学史
、

艺术史等的分别
。

作者紧扣近代中国历史演变来研究中国社会学的发生发展
,

无疑是必要的
。

但须知
,

历

史演变的内容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复合体
。

所谓统一性
,

是指从鸦片战争以后
,

帝国主义和

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
,

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
,

也就是中国人民对外推翻帝国

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的过程
。

从整体上贯通这一过程的

历史
,

是中国近百年史
,

即近代通史
,

旨在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全貌
。

所谓多样性
,

是指在

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斑驳陆离的历史画面
,

如在经济
、

政

治
、

军事
、

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

对于这种变化则有各门专史承担研究
,

如近百年的经

济史
、

近百年的政治史
、

近百年的军事史
、

近百年的文化史
,

旨在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某一

侧面
。

中国社会学史不是通史
,

不是专史
,

而是以社会学学科发展为对象的学科 (说) 史
,

因此
,

撰写中国社会学史
,

一方面要体现时代特征
,

要与其他学科的学说史协作
,

但更主要

的是能反映出中国社会学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
。

作者尽管认为
,

中国社会学史
“
是从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研究活动说起” ,

但

由于偏重于
“
学科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特点与其他学科发展的特点

”
( 《商榷》 )

,

所以他

列出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范围
,

没有区分学科化的社会学与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
。

所谓学科化的社会学
,

即作者所列范围的第二方面 (以下简称为
“
学院派

”
)

,

基本属

于 (说
“ 基本属于

”
是因为

“
学院派

” 系统中亦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内容 ) 资产阶级社会

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
。

由于中国没有产生社会学的环境
,

社会学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输入的
,
是紧随着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商品和机械品而输入的

。

它来源于外国
,

不是

植根于本土
,

且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

各大学里的社会学一般都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

不

可能为反映中国实际的社会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

它虽然在中国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
,

但根底

薄弱
,

发展迟缓
,

留下的学术财富不多
。

因此
,

在
“
学院派

” 的营垒内就曾有人撰文指出
:

“
中国现在虽然有社会学

,
但这并非中国社会学

,

而是美国社会学
,

法国社会学
、

英国社会

` 昭 和



学
、

德国社会学
,

以及俄国社会学等等移植到中国的
。 ” ①

“ 学院派
”
社会学先天不足

,

中国的社会学界又往往困扰在一些个别的社会间题上
,

或

者拘囚于社会类型的观念框架中
,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革命道路缺乏理解
,

置身于火热

的斗争之外
,

把青年学生信仰唯物辩证法
,

参加中国社会史的论战
,

说成是 “
何等的公式化

,

何等的机械化 ! ”
是

“

受了时代流行病的影响
”
的结果

。

② 因此
,

从 30 一 40 年代
, “

学院派
”

的社会学屡遭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否定和批判
,

甚至被视为中国社会变革的逆反势力
。

其中最

有代表性的是李达的 《社会学大纲 》
。

斯书在 30 年代后期的中国思想界颇有影响
,

可是却认

为社会学
“
实际上并没有特定的研究对象

,

它本身明明是不必要 的东西
。 ” ⑧ 40 年代

,

《资

本论》 的译者之一
、

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正致力于社会科学的建设
,

其中论及到

社会学时直截了当地批评中国的社会学界
,

他说
: “

在中国的社会学界
,

却显然只看到形式

社会学派与文化社会学派的形形式式的理论
,

而比较客观一点的研究
,

亦并不曾脱出进化社

会学派的樊笼
。

这趋势
,

当然应与中国客观现实对照来看
,

但其有害于中国社会的变革
,

是非

常明显的
。 ” ④ 可见 50 年代取消社会学

,

是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

·

再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

五四运动前后
,

苏联是中国马 克思 主 义 社会学的直接源头
。

1 9 2 1年
,

布哈林的 《历史唯物主义 》 一书
,

第一次把马克思的著作作为普通社会学的体系来

对待
。

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争相翻译
,

其中许德布的译本 《唯物史观社会学》 (北京东亚书局

出版 )
,

从初版至 30 年代初
,

再版达七次之多
,

可见影响之大
。

与此 同时
,

瞿秋白在上海大学

社会学系主讲 《现代社会学》
,

主张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社会学高层次的研究方法论
,

在低

层次方面则强调社会形式
、

社会问题的纵向
、

横向相结合
,

多层面的系统性研究
,

进而把马

克思主义社会学原理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劝
、

社会问题研究融为一体
。

他还阐明了社会学的独

立性
、

综合性和实用性等特征
。

⑤ 瞿秋 白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巩固不拔的地位
,

不仅因为他具

有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
,

熟谙孔德 ( A
u

gu
:
et C o m et

, 1 7 9 8一 1 8 5 7 ) 一系的西方社会

学
,

而且他所主持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

是理论联系实际的
“
上大精神

” 的具体体现者
,

也

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科化的一次有益尝试
。

但是
,

随着 1 9 2 7年大革命的失败
,

中国革命进

入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群众进行革命的新的时期
,

这种刚刚起步的学科化的马克思主义

社会学也就随之终结
。

这一时期革命的主要任务是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抗 日战

争时期是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 )
,

客观处境不允许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马克思主义社

会学的学科建设
。

中国共产党人 (含在国统区的 ) 社会调查
,

纯碎是为夺取革命战争的最后

胜利服务的
,

有别于学科化的社会学调查
。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
“
改造中国

” 的思想武器
,

基本上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的
。

同样
,

由一批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知识分子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
,

旨在以农立国
、

建

立
“
伦理本位社会

” ,

其理论和实践的核心在于为中国设计一条儒家资本主义道路
,

与中国

共产党 人的主张格格不入是显而易见的
,

但在重视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

“
学院派

”

内对于乡村建设运动的看法不尽一致
,

具体而言有三点
: 1

.

有些社会学教授和学生

① 《建立中国社会学商兑》 ,

载 1 948 年 10 月 1 日 《大公报》 第 3 版
。

② 《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 》 ,

载北平晨报 《社会研究》 合订本第二集
,

193 5年 9月
。

⑧ 《李达文集》 第 2 卷
,

第330 页
。

④ 《王亚南文集 》 第 5卷
,

第50 一5 1页
。

卿 参阅 《瞿秋自文集》 ,

政治理论篇
,

第 2卷中的有关论著
p



曾亲自投身到这个运动中夫
,

并长期致力于农村社会调查
,

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社会资料
。

2
.

有些社会学家深受 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

如梁漱溟先生提出的中国经济建设应筑基于
“ 以农兼工 , 由散而合

” O 的思想
,

长期以来一直启迪着中国社会学界对于小城镇及乡镇工

业的研究
。

3
.

以 《独立评论》 为阵地的昊景超和以提倡
“
全盘西化

”
著称的 陈序 经

,

主 张

振兴工业救济农村
,

即 “ 工化
” ,

否定和批判乡村建设派的
“ 农化

”
理论及其实践

。

由此可

见
,

乡村建设运动与社会学关系密切
,

堪称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的典型
。

所谓社会研究
,

是指一种故意的社会认识
,

包括官厅的社会研究
,

新闻记者的社会研究
,

社会改革运动的社会研究
,

专家的研究或设计
。

笔者援引胡鉴民教授的论点
,

并非轻视社会

研究
,

主要是想说明社会研究是一种十分宽泛的领域
,

而且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
,

领袖人物

可以从事之
,

新闻记者可以从事之
,

社会改革者可以从事之
,

政治
、

法律
、

经济
、

教育等各

类专家亦可从事之 , 在实现对中国社会改造的斗争中
,

产生了一大批足以反映社会研究成果

的代表作
。

这些著作包括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方面
,

它的历史应是中国革命史
、

哲学

史
、

政治思想史和社会学史共同研究的对象
。

我认为
,

明漠教授的中国社会学史论
,

没有严格区分学科化的社会学与非学科化的社会

研究
,

淡化在中国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
“

学院派
”

的历史
,

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加以不适

当的渲染
,

如把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实践中所作的理论研究与活动的历史
, “

作为中国社

会学史上的光荣
,

作为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骄傲
。 ”

并认为它的成就
, “

是不能仅止于写

成几本书
,

几篇调查报告的成就作为结论的
,

而应该是以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这块丰碑作为

结论的
。 ”

对于乡村建设运动
,

纯然从政治上竭力加以贬低
,

缺乏严肃认真的社会学分析
。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中国社会学史论
,

原因是极为复 杂 的
,

依 愚 见
,

第一
,

从学术发展

看
,

研究社会学史仍然有许多困难
,

正象社会学的对象长期得不到统一一样
,

社会学史的研

究对象
、

范围也就很难在短时期内取得一致的意见
。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
,

虽然有如明漠教授

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
,

但这种优势
,

无论在解放前或解放后
,

均未能吸收和充实到社 会

学这门学科里去
,

而且在学科建设上破得多
,

立得少
,

其研究对象和范围当然就更难统一
。

第二
,

从政治上找原因
,

便是长期极
“
左

” 思潮的必然结果
,

学术与政治混淆
,

学术活动与

革命活动混为一谈
。

而今极
“
左

,,
遗凤尚存

,

严重影响科学的学术研 究 的 展 开
。

第三
,

在

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里
,

过去 40 多年形成的一个定式思维 (或习惯势力 )
,

就是往往把领袖

人物或各类名人的一次讲话
、

一篇文章
,

奉为金科玉律
,

作为对某一问题研究结论的准绳
。

二
、

中国社会学史时限和分期的再商榷
_

:

由于对中国社会学理解上的不同
,

及由此而形成的不同的历史观点
,

对中国社会学史的

形成和分期原则
,

不仅我和作者
,

而且在不同的作者那里
,

都是很不相同的
。 ② 作者的分期

,

虽不失为一家之言
,

但与其余诸家比较
,

看来更有商榷的必要
。

首先
,

以 1 8 9 1年为中国社会学的上限
,

没有可靠根据
。

1 89 1年这个年份
,

只表示康有为

学术活动的起点
,

此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

作者依据 《康南海传》 中有关教授
“
群学

” 一说
,

是孤证 ( 《商榷》 一文又以梁启超 《三十自述》 中初见康有为的记载为
“
旁证

” ,

其实这是

同一事件的回忆
,

且充满传奇色彩
,

不足为证 )
,

故孙本文的 《当代中国社会学》 一书在援

① 《梁漱溟全集》 第 2卷
,

第54 0页
。

② 参见 《近年来中国社会学史研究概述》 ,

载 《 中国社会学年鉴
, 1979 一 198 9》

。



引这条史料以后
,

随即指出
: “

惟不知当时所讲的内容如何 ? 所根据的参考资料如何 ? 学生

所编的别记如何 ? 惜目前均已无可考证
,

否则大有研究价值
。 ”

鉴于这个原因
,

孙本文虽然

没有完全否定康有为讲授过
“
群学

” 的事实
,

但
“ 究竟

`
群学

,
两字

,

系严 (复 ) 氏所创
,

抑为梁 (启超 ) 氏所造
,

则已不复可考
。 ” ①所以他宁可舍远就近

,

以 1 8 9 8年为中国社会学

的上限
。

此外
, 侯外庐先生认为

,

康有为的
“
经世之学

”
是与

“ 义理之学
”
相对而论的

,

前者包

括政治原理学
、

中国政治沿革得失
、

万国政治沿革得失
、

政治应用学
、

群学
,

后者则包括孔

学
、

佛学
、

周秦诸子学
、

宋明学
、

泰西哲学
。

由此可知
,

康有为的义理之学是理学义理与公

羊义理两种玄学的合一
,

将冥悟与傅会二者统一于孔子 , 而其经世之学则为历代治乱沿革与

万国政俗
。
②

我认为
,

社会学出现于甲午战后先进的中国思想界
,

反映了那时维新派的社会观
。 1 8 9 8

年是戊戍变法的一年
,

严复和章太炎所译斯宾塞 ( H
e r b e r t S p e

cn
e r , 1 8 2 -0 一 1 9 0 3 ) 的社会

学文章也正是在这一年同时见诸报端
,

直接为这个变法服务
。

其次
,

在以下几个阶段的划分中
,

即
:

萌芽期 ( 1 9 1 2一 1 9 1 5 ) , 幼苗期 ( 1 9 1 9一 1`,2 7 ) ,

成长期 ( 1 9 2 8一 1 9 4 9 ) ; 改革期 ( 1 9 4 9一至今仍在发展中)
,

明显带有中国革命史和政治思

想史的痕迹
。

毋庸置疑
, 1 9 1 1 (辛亥革命 )

、 1 9 1。 (五四运动 )
、

1 9 2 5 (中共六大 )
、

1 9 4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
,

确实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年代
,

对中国社会学 (以至整

个哲学和社会科学 ) 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制约
,

却不能因此就成为划分中国社会

学阶段的天然界标
。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

作者意把建国后取消社会学和给社会学及社会学者

定罪的历 史
,

称之日
“
改革期

” ,

如此改革
,

岂不令人不寒而栗 !

第三
,

现在申述一下笔者的分期法
,

再详细回答 《商榷 》 的质疑
。

我认为
,

中国社会学

应分为四大时期
:

西方社会学传入之初 l( 8 98 一 1 91 1 ) , 从社会哲学向社会实地研 究的过渡

时期 ( 1 9 1 2一 1 9 3 0 )
。

这个时期钓前半段 以中国知识界饥不择食地吸收西 方 的 各 种社会学

说
,

进而开始论战为其主要特征
,

后半段则 以开展社会调查进行实地研究为其主要特征 , “ 社

会学中国化
”
时期 ( 1 9 3 1一 1 9 49 ) , 社会学学科中断时期 (建国后至 1 9 7 8)

。

《商榷》对笔者
·

的质疑
,

除上限以外
,

就数第二时期和第三时期
。

第三时期涉及到电国社会学史上究竟有役
有一个

“
中国化

” 的时代
,

这是一个历史间题
,

又是一个现实问题
_

,

下文将作专门论述
。

这
里先谈第二时期 ( 1 91 2一 1 9 30 )

。

这是
“
中国社会学的发育时期

” ,
’

而促成发育的原因是
,

“
辛亥革命以后

,

国体变更
,

全国人民耳 目一新
。

欧美新思潮
,

源源输入
。

社会思想
,

渐受

知识分子之重视
,

而尤以五四运动以后为盛
。 ” ③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

,

经历了早期新文

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救亡运动
。

这个阶段提倡民主与科学
、

提倡 白话文和文学革命运动
,

反映

了时代求变的主旋律
,

却又是多变的
。

因为
,

在新文化运动中
,

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
,

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说
,

有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资产阶级思腻 有冒牌的社会主 义思

想
,

马克思主义也从 1 9 1 8年开始得到初步传播
。

各派各样的主义
,

都没有深刻的把握
。 ”

传播
。 “

这时
缈

思想与主必异常杂乱 , 而且对于

④这种社会思潮的多变性
,

正是产生各种社会学说

《五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学》 ,

载潘公展主编 《五十年来的中国 》 ,

《 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 (下卷 )
,

第687页
。

《 五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 ,

载潘公展主编 《五十年来的中国》 ,

《 中国学术史讲话》
,

北新书局 1只34年版
,
第 423 页

。

重床胜利出版社 194 9年 5 月版
。

重庆胜利出版社 194 9年 5月版
。

③①②囚



并存和论战的时代原因
。

一 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与资产阶级改 良派胡适之间
“
问题与主义

” 的论战
,

实质上是一场

革命与改良的斗争
,

也就是两种社会 问题观
、

两种社会哲学之间的论战
。

胡适从实用主义的

社会哲学出发
,

主张多研究些问题
,

少谈些主义
,

以对社会间题作局部的
、

次要的改 良
,

缓

和阶级矛盾
,

反对阶级斗争 ; 李大钊从唯物史观出发
,

指出只有首先解决经济问题
,

才能根

本解决社会问题
。

而唯物史观是集多门学间
,

诸如经济学
、

社会学
、

政治学和历史学于一炉

的
,

社会学说
,

对社会结构
“
横以观之

,

称为社会哲学
,

纵以观之
,

亦可称为历史哲学
。 ”

这

种社会 (历史 ) 哲学的要领在于经济结构
, “ 循着经济现象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

,

是

社会学得到的一个重大法则
” ,

并且提出
,

要实现经济制度的革命
,

必须把唯物史观作为社

会运动的工具
,

所谓
“
在社会学上曾经

,

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
” 。

①

第四
,

对于第二时期的后半段 (整个20 年代 ) 是以开展社会实地调查为特征的
,

作者承

认这是事实
,

却又表示
“
难以 1 9 3。年为一分水岭

” ,

认为下限断在 1 9 2 7年
, “ 比较 1 9 3。年其

意义就丰富而重大得多了
” ,

理由是从这年开始
,

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 毛

泽东同志写下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 中国思想学术界陆续掀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

题的论战 , 院校系统的社会学渐臻完善 , 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
,

等等
。

然而这不过是作者对

中国社会学的总体理解在分期间题上的反映罢了
。

有些事实
,

如解放区社会调查
,

虽与中国

社会学有关
,

但因仅从时代背景立论
,

使人仍然感到不得要领
。

我认为
,

下限断在 1 9 3。年
,

比较 1 9 2 7年更能体现和接近那个阶段中中国社会学自身发展

的特点
,

理由是
: 1

.

1 9 3 0年 2 月
,

中国社会学社宣告成立
,

从此以后
,

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始

入一新时期
,

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被提上议事日程
。

同年
,

结合中国实际的作品开蛤间

世
,

如陶孟和的 《北平生活费之分析 》
,

树立社会调查方法上的样版
。

陈长费在 《三民主义

与人口政策》 中首倡 “ 生育革命
”

(节育和优生 )
,

主张
“
时申人口 ” (即适度人口论 )

。

2
,

1 9 30年 5月
,

毛泽东同志为揭露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而写的 《反对本本主义》 一文
,

提出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
等著名口号和论断

,

还精辟地论述了

调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中的作用
,

强调了向社会作实际调查的极端重要性 , 他还身体

力行
,

这一年就作了八个调查
,

其中著名的 《寻乌调查》
,

不仅开创 了整休性即全面调查的

先例
,

而且有着深刻的社会学分析
。

这些标志着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调查的理论与方法初步

形成
。

3
.

1 9 3。年
,

陈翰笙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

继江苏无锡调查以后
,

又与陶

孟和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协作进行河北保定调查
,

表明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与
“
学院派

”

的良好合作 (在定县社会调查中亦是如此 )
。

4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新思潮》 杂志
,

于 19 30

年 4 月出版的
“
中国经济研究专号” 上登载一组文章

,

从各方面论证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
,

标志着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从政治领域全面转向学术领域 ; 同年
,

郭 沫若 同 志发表的

欢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 一书
,

首次把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
,

对

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
、

久远的影响
。

5
.

乡村建设运动最

著名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于 1 9 3 0年到山东
,

着手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出版 《乡村建设》 ;

晏阳初认为
: “

定县的全部实验工作
,

起始于民国 19 年 ( 1 9 3。年 ) … … ” 。

②

诚然如 《商榷》 所说
,

分期的问题
,

也许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事物发展历程的方便

① 详见 《李大钊选集》 ,

第 293 一294 页 ; 《李大钊史学论集》
,

第 13 1一 132 页
。

② 孙本文
: 《现代甲国社会间题 》 第 3册

,

第 91 页
,



才作出的
。

但在我看来
,

历史时期的划分在于更好地反映客观历史发展的规律
,

标明历史阶

段的客观性
,

这决不是人们的主观设想
,

而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存在形式
,

所以分期对

思想来说是内在的
。

归根到底
,

作者与我之间关于中国社会学史时限和分期问题的分歧
,

是

对中国社会学理解上的不尽一致
,

并由此而形成不同的中国社会学史论的反映
。

三
、

经世思想
、

中国化及社会学的应用

《传统》 一文认为
,

90 余年来的中国社会学一直都具有浓厚的应用特色
,

经世之学
、

拯

救中国之学
、

建设社会主义之学则是其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
。

我在 《反思》 一文中对此曾提

出简要的批评
:

一味强调其应用的历史传统
,

无疑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

也是一种简单化的

认识方法
。

《商榷》 为之辩解道
:

“ 既然说的是应用
,

大概总要算是现象而不能认为是本质吧 ? 因此而说应用的历史

传统是片面的
、

是简单化的
,

这就是无的放矢了
。

因为现象本来就是片面的
、

个别的
,

也根本谈不上什么简单化不简单化的间题
。

但从另一方面看
,

不同班象也是从不同方面

一定程度地体现了本质的意义的
。

《传统》 所表达的应用的特点
,

虽然不是
、

也不必是
`通观全局 的看法

’ ,

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不同阶段的中国社会经济本质特点和社

会学自身发展的特点
。

试问
,

不论是经世
、

救国还是建设社会主来
,

难道不是一定程度

上既反映了中国社会学不同时期的本质
,

更体现出不同时期的特点吗 ? ”
.

这一大段辩词
,

在本质和现象这一组对立的哲学范畴的掩盖下貌似有理
。

因此就有必要

首先从哲学概念上加以澄清
。

首先
,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

应用只能是一种手段和方法
,

而不能算是现象
。

例如
,

胡适认为
,

儒家的人生哲学商悬一个
“
止于至善

” 的理想 目的
,

却不是进行的方法
,

墨家要 的则是
“
所以为之若之何

” 的进行方法
,

其是非准则不是内心的良知
,

乃是心外的实

用
。

所以他在 《中国哲学史大纲》 中把墨子的哲学方法称为应用主义 (又可叫做实利主义 )
。

以社会学而论
,

它本来是一门普通的而非应用的科学
, ①应用社会学则是应用社会学原理和

方法藉以解决各种社会间题的 , 社会学的应用性
,

主要表现在这门学科重方法
、

重功利这个

特点上的
,

作者所说的社会学本来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
,

.

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认识
。

其次
,

现象作为现实界的事物和过程藉以表现的外部形式
,

,

如经世
、

救国和建设社会主

义
,

就它本身而言
,

无所谓是片面的
,

或是个别的
。

但因为现象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混沌的隐

蔽的东西
,

如果人们只靠简单的直观去认识它
,

就会产生片面和个别
,

停滞于现象的表面
,

而达不到透过事物外部的表现形式揭露事物的本质的 目的
。

复次
,

现象本身是不会自然而然地体现本质的
,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说得好
: “

如果

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是直接相符合的话
,

那末任何科学都是多余的了
。 ” 因此要解

决本质和现象之间的矛盾
,

就需要经过一个科学认识的过程 ; 这种过程毛泽东概括为从感性

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
,

如果把本质和现象混为一谈
,

不把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
,

那么
,

就会重复历史上的
“
经验论

” 的错误
。

作者表达的是一个完整的命题—
“
中国社会学应用

的历史传统
” ,

却可以
“ 不是

、

也不必是
`
通观全局的看法

, ” ,

又能在
“ 一定程度上既反

映了中国社会学不同时期的本质
,

更体现出不同时期的特点
” ,

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

母 孙本文; 《社会学原黔 上册
, 第邓几

, 母呀
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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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

作者对哲学常识的忽视
,

必然导致论述问题上的随意性
。

例如 从应用角度 (也许是
“ 一定程度上

” 的注脚吧 ) 把经世
、

救国和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中

国社会学不同时期的本质和特点
,

就是这种随意性的显证
。

因为经世
、

救国和建设社会主义

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所表现出的外部形式
,

而且仅是社会学服务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
,

不能

反映社会学的本质和特点
,

何况从某种意义上说
,

形成于近代中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
,

特别

是带有实证研究性质的学科
,

如经济学
、

政治学
、

法律学等都可冠 以经世之学
、

拯救中国之

学` 建设社会主义之学
。

《传统》 认为
,

中国社会学从第二到第四个阶段 (即1 9 1 1一 1 9 4 9 ) 的应用特点是救国
,

并以第四阶段为例 (即1 9 2 8一 1 9 4 8 )
,

说中国共产党人的解放区调查
、

知识界掀起的有关中

国社会的历史性质的论战
、 “

学院派
”
社会学的发展和乡村建设运动

, “ 它们的共同特点
,

不论是在方法道路上还是在思想理论上如何见解不一
,

有对有错
,

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

就

是它 们 都 不离空谈
,

而是着力于要拯救中国于危亡
,

拯救中国于水火
,

充满着社会学的应

用精神
。 ”

什么是
“
社会学的应用精神 ? ”

作者未及言明
,

据我猜度
,

应用精神云云
,

大概

是指根据政治和社会的需要
,

以实现社会学社会职能为直接任务和社会现实需要为目的进行

社会研究的那种精神吧
。

但是
,

社会学是一门阶级性很强的科学
,

而作者所说的这四个方面

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 (体 )
,

分属于几种完全不同的阶级属性
,

代表各自的阶级利益
,

又怎

么可能
“
有一个共同的 目标

”
(用 )

一

呢 ? 实际上救国仍是一种经世思想石 不过是历史上经世
-

-

一一
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而己

,

就一门学科而言
,

固然可以反映出某些经世思想
。

但一方面
,

经世

思想就是今天常说的
“
参与意识

” ,

而这是有阶级性的
,

另一方面即使是当今的应用科学
,

包括社会科学中的应用部分
,

也不承担直接改造世界的任务
,

所 以最终
“
拯救中国于危亡

” 、

“
拯救中国于水火

” ,

完成直接改造世界的任务的不是
“
社会学的应用精神

” ,

而是无产阶

级的先锋队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几百万 人民解放军用
“
武器的批判

”
(当然也有

“ 批判

的武器沙 在起作用 ) 摧毁旧世界的革命精神及其社会实践
。

由于阶级的局限
,

集爱国和改良

于一身的
“
学院派

”
及乡村建设派

,

注定是不能承担这种历史重任的
。

第三
,

作者十分强调社会学的直接应用
,

还认为在
“
建设社会主 义之学

” 的阶段
,

更富

于应用价值
,

却又杏认在社会学的历史上有过一个中国化的时期
,

并断言今后也不会有中国

化的要求
。

他说
: “

中国化一词
,

也许是
`西化

, 、

甚至
`
奴化

, 的反动
。

当你没有奴化的

感觉时
,

也就不会有中国化的要求
。

… … 中国化可以理解为引进西方科学技术
、

学术思想的

态度
、

政策
,

但很难说中国社会学其历史上比较繁荣的一个时代是一个
`
中国化

, 的时代
。 ,

在作者看来
,

社会学的应用与经世思想
、

中国化之间
,

似乎毫无关联
。

如果是这样
,

那么
,

中国社会学的应用岂不成了无源之水
、

无本之木么 ? 在我看来
,

西方社会学 (含唯物史观社

会学) 的引进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

正是儒家经世思想全面复活
、

中国化强烈要求 的 必 然 结

果
,

经世思想和中国化则是社会学 (乃至整个哲学和社会科学 ) 的源头活水
。

早在 19 世纪初叶
,

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 日益加深
,

儒家的经世思想业已全面复活
,

不过
,

其时的外在刺激依然是来自中国本土 ; 鸦片战争以后
,

西方文化 日渐输入中上
,

面对西方文

化及其价值体系的挑战
,

出现了 些师夷长技以制夷竺 的经世思想
,

继之又提出 兰红扫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

那时的重点是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
,

而非学术思想
,

以使中国达到

“
现代化

” 的初步
。

始于五四的
“ 全盘西化论 ” ,

则要求照搬西方现代化的模式
,

嗣后出现

的与之对立的
“
中国本位文化论

” ,

虽然只注意文化的民族性
,

忽视文化的世界性
,

缺乏历

5 8 布



史实践的基础
,

却是
“
中国化

” 思想的前奏
。

“
中国化

” 一词首先是由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提出的
。

1 9 3 0年
,

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社第

一次年会上说
: “

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
,

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
,

整理中国

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
,

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
,

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
`

的

社会学
。 ” ① 1 9 4 0年

,

吴文藻鉴于社会学在知识文化的市场上
,

一

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
;

品

的现状
,

明确提出
“
社会学中国化

” 的口号
。

② 因此
,

否认中国社会学史上有过一个
“
中国

化
”
时期

,

完全是凭主观臆断
,

是站不住脚的
。

当然我们承认
,

推行社会学中国化的社会环

境
,

是一个在政治上
、

经济上和文化上极为落后的国家
,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落后于时代

的观念意识往往被整合到先进的理论中去
,

加上我们前面说过的
“
学院派

” 的社会学缺乏马

克思主义的指导
,

社会学中国化的成绩微之又微乃是情理中事
。

但它毕竟是学术中国化运动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

在另一条战线
,

学术中国化
,

是随着学术通俗化 (大众化 ) 运动而生长出来的
,

在国统

区的沈志运
、

钱俊瑞
、

艾思奇诸位先生
,

努力把世界上最先进的学术思想
,

和中国人民大众

的现实生活
,

紧密地联系起来
,

在中国青年中发生极大的影响
。

随着
“ 七七 ”

抗战的兴起
,

这个运动更加速的进展
,

催化着中国共产党人从
“
俄国化

”
走向

“
中国化” 的进程

,

先后提

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等新口号
。

如此
“
中国化

” 一词

出现于毛泽东 1 9 3 8年在中共六届六 中全会的报告 《论新阶段》 中
,

主要是针对 中国共产党内

部 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
,

他们只会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
,

不知道 以时间
、

地点
、

条件的

转移
,

因时
、

因地
、

因条件而制宜
,

不知道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

义 ; 其次也针对一些人认为中国国情特殊
,

不宜搞马克思主义
,

并以此为借口抵抗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
。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深刻的启示
,

那就是无论是社会学还是马克思主义
,

本来都是非中国的
,

而要把本来非 中国的东西化成中国的
,

就得通过中国化 (儒学就无须中
、

国化 ) 的途径
,

以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
,

同时在批判继承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又使世界上的许

多好东西都融化成自己的
。

因此中国化是不以有否
“
奴化的感觉

” 为转移的
,

而以吸收外来
文化 (主要是学术思想

,

不是科学技术 ) 为其前提条件的
。

因此
,

中国化不仅是一种态度和政策 , 社会学的应用是离不开中国化的过程的
,

而在中

国化的过程中
,

社会学的应用又始终受到社会学家们的重视
。

中国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新的

经世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

因此
,

继承社会学中国化的传统
,

肯定是富有现实意义的
。

1 9 9 1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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